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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过程中,陆续有学者指出国际体系并

非缺乏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强调体系之中可以建立起具有权威的等级关系。

与国内政治中的等级制不同,国家之间并不依赖正式的法律来确立等级关

系,体系之中等级制的形成原因多样,逻辑各异。古代东亚地区有着丰富的

等级制实践,曾经存在“二元等级”的权力分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两个具

备实力优势的国家可以共同支配一个或者一批小国。“二元等级”制是体系内

权力分配发生变动后出现的结果,当两个权力分配大致相等且存在竞争关系

的体系内强国均面临危机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具备大国协调色彩的“二元等

级”制;如果体系内的守成国能够容忍不满现状的二等强国所进行的有限修正

行为,则可能会出现一种权力转移性质的“二元等级”制。在国际互动的不同

层次,这两种差异性的“二元等级”表明国家间可以通过折中的办法调整权力

分配,力图实现长期和平共处。类似现象提供了考察国际博弈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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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现实主义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中,国际体系被描绘

为一种缺乏组织的、非等级制的存在,国与国之间处于一种与国内政治截然

不同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在关系上是平等

的,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命令另一个国家,同样

也因为缺少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国家始终面临着暴力和战争的威胁。①

但亦有学者对这样的假设表示怀疑,强调体系中也存在着以权威为导向的

等级制。一些研究指出,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无论是在

欧洲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等级制始终与无

政府状态并存。② 甚至还有学者以类型划分的形式彻底否认国际体系中关

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而以他治、等级制和霸权3种形式概括了国际体系所

处的不同状态。③ 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制亦是动态的,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因

此,国际等级制演变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逻辑脉络,如何从中汲取可以为决

策者和研究者们所用的经验教训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内容。本文将跳出支

配国与从属国的论证模式,尝试拓展国际等级制研究的内涵,通过国际等级

制这一视角审视大国博弈和国际体系变迁。

一、
 

国际等级理论的形成以及古代东亚的等级概况

长期以来,包括国际关系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家都对等级制表现出兴

趣,等级制表现为某一个行为体相较于其他行为体所具备的差异不等的权

威,这种权威由大至小呈现出连续分布的光谱状。④ 一般而言,等级制中都

①

②

③

④

信强:《“无政府状态”证义》,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第2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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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权威要素①,权威导致自愿的遵守与服从②。行为体只有借助权威才能

建立起合法或是正当的统治。③ 当行为体A对行为体B构成等级制时,也

就意味着A拥有对B的权威,A有资格命令B去产生或者改变某种行为④,

换言之,A为B创设了一项义务⑤。在国内政治体系中,等级制的维持依赖

于法律,也就是说,当行为体A试图拥有对行为体B的权威时,必须要借助

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而B之所以必须服从于 A也并非因为 A本身的特

质,而是A所担任的官职或者法律上的地位。⑥ 在国际政治层面,无政府状

态被假定为体系特征,体系内不存在被普遍遵从的最高法规,因此权威并不

完全是借由单一的某种规则而产生的,其生成方式多样,国际体系内等级制

的形成因此呈现出多元路径。

(一)
 

国际分工视角

由于物质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世界被划分为中心与边缘两个部分,在生

产技术上握有绝对优势的中心国家能影响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国家的

国内经济系统,将后者纳为自己在全球市场的分工中的卫星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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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借鉴了经济学领域中对企业管理

的分类方法,总结了单一模式(unitary
 

form)与多分支模式(multidivisional
 

form)两种等级管理方法的差异。单一模式以功能划分作为着眼点,核心地

区与边缘地区拥有不同劳动分工并相互配合协作。这一过程导致边缘地区

被高度整合进入核心地区,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特征,在特定情况下,边缘地

区的公民也会逐渐地被国家核心区融合并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相比之

下,多分支模式则是分散型的管理模式,它以领土区域作为界限,边缘地区

没有被整合到核心地区,每个边缘地区都自成体系且功能齐全。边缘地区

的统治形式也不同于核心地区,国家倾向于依赖当地的代理人去维持秩序,

边缘地区的公民也不会拥有与核心地区公民同等的地位。在管理成本上,

多分支模式要低于单一模式,但由于多分支模式下的管理往往存在以权谋私

和谋求部门利益的情况,因此在管理效果上,单一模式要优于多分支模式。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扩展为切入点,叙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导致

对原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商品和资本输出促成了殖民扩张的持续进行,中心

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了一个等级结构。在扩张的过程中,不同角色的等

级地位会发生变动,中心区会逐渐扩大也会发生转移,处于半边缘区的行为体

既可能提升成为中心区的一员,也有可能地位下滑掉入边缘区域。在销售、生

产与金融上均占据优势的国家将成为体系的霸权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可能长久地在这三大领域领先其他国家,所以霸权地位往往是轮替的。②

(二)
 

霸权视角

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状态,二者之间可以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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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的作者看来,苏联与南斯拉夫并不能算作单一的主权国家,它们都是由一个主体

民族和少数民族构成的帝国,类似于西方国家构建的殖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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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存。在霸权结构中反而会体现出较高水平的等级特征。① 这种霸权

等级呈现出两面性,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霸权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

提供的公共物品客观上也能够帮助维持国际秩序,保证体系的稳定运转,因

此具备一定的公益性。② 但是大国和强国利用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实力对

小国进行霸凌、压迫以及支配,同样也是构成霸权的重要特征。③ 霸权国运

用强大的有形权力资源,可以通过强迫威逼的方式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

和接受不合理的安排。在霸权视角下,无论大国是否通过战争手段获取支

配权,实力上的优势是维持地位的根基。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将大国的兴衰归因于经济与军事力量的

消长,生产上的繁荣兴旺保证了财富的积累,充足的财富又能有效地支持军

事发展,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会长期影响军事力量与战略地位,所以说,军事

力量的变动取决于生产力的对比,帝国的兴衰是大国战争的结局,只有拥有

最多物质资源财富的一方才能取得胜利。④ 保罗·肯尼迪的结论既建立了

物质优势与霸权地位的联系,也承认了大国主导权轮替的周期规律。历史

上强国兴衰交替的现象十分普遍,因而不存在永恒的霸权国,权力转移现象

时有发生。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指出:“在每一个世纪,都能

诞生一个在实力、道德与智谋上足以塑造国际体系价值观的强国,这似乎遵

循了某种自然法则。”⑤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试图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并建立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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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5,No.2,1981,pp.242-254;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

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22页。
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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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为主导的等级体系①,所以,国际等级制与权力转移之间也必然存在

着联系。长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崛起国会质疑领导国的等级秩序,使得

后者面临合法性危机②,而权力转移的结果则是新的等级秩序重新建立,从

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到今日的美国,等级秩序一直都存在③。

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Wohlforth)认为,行为体可以依靠绝对实

力优势建立体系霸权,更能有效地规避其他行为体的制衡,当权力高度集中

于霸权国时,制衡的代价将会变得十分高昂,美国在冷战后取得的单极霸权

地位便是建立在这种巨大的实力优势上的。④ 路德维格·德约(Ludiwig
 

Dehio)把国际等级制的形成视为“国家间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全球体

系的天然封闭性,只要世界各国的文明保持发展进步,其必将落入内部某个

成员所建立的“普世帝国”和霸权统治之中。⑤

在考察古代东亚的历史时,王元康(Wang
 

Yuan-Kang)提供了一种批判

视角,强调中国在明朝时期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并非依赖儒家的礼法,而是进

攻性现实主义路径使然。他认为支撑当时中国在东亚霸权的根基是权力,

在不断谋求领土扩张与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中国在明朝时期成功地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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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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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W
 

R.Thompson,
 

“Uneven
 

Economic
 

Growth,
 

Systemic
 

Challenges,
 

and
 

Globa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No.3,
 

1983,
 

pp.341-355;
 

C.Rauch,
 

“Challenging
 

the
 

Power
 

Consensus:
 

GDP,CINC,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4,
 

2017,
 

pp.642-664.
G

 

Modelski,
 

“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0,
 

No.2,
 

1978,
 

pp.214-235.
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5-41.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A.A.Knopt,
 

1962,
 

p.193,
 

p.234.



“二元等级”制:竞争中国家的战略妥协 167  

用权力建构起了从属于自己的等级制。①

(三)
 

协商交易视角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国际等级制的形成是行为体集体互动所形成的结

果,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通过“讨价还价”(barraging)的过程逐渐确立在实际

利益上的边界范围,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关系。在这一视角下,等级

制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基于功利计算而形成的利益平衡。

卡嘉·韦伯(Katja
 

Weber)认为,为了实现安全自助,行为体往往需要在

安全领域投入高昂的成本,但是如果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牺牲一定的

自主性,便可以减少自卫成本。在韦伯看来,有两个因素可以影响等级制程

度,第一是交易成本,第二是受威胁的程度。如果交易成本低,受威胁的程

度低,国家会选择一种约束力比较低的等级制;当交易成本和受威胁的程度

上升时,国家则会选择约束力比较强的等级制。交易成本可以从不确定性、

物品特性以及国家文化的差异性3个方面进行衡量;受威胁的程度则可以从

军事力量以及地理上的邻近度进行判断。②

戴维·莱克(David
 

A.Lake)提出了关系性权威(relational
 

authority)的

概念,为“主权的可分割性”提供了便于操作的行动编码,关系性权威的存在

使得跨国等级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莱克把等级制看作一种绑定支配国与

从属国关系的社会契约,契约中的双方都需要按照协议中的内容行事并提

防对方不遵守规定的投机活动。对于支配国而言,必须把握好管理从属国

的成本与从属国投机行为成本之间的关系。支配国与从属国在等级程度上

的高低可以从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进行衡量,可观测统计的指标包括驻军

人数、参与独立同盟的数量、贸易上的依附程度以及双方货币汇率的挂钩

等。当二者之间的等级程度较低时,支配国管理从属国的成本较低,从属国

①

②

Wang
 

Yuan-Kang,
 

“Managing
 

Regional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The
 

Case
 

of
 

Early
 

Ming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2,
 

2012,
 

pp.129-153.
Katja

 

Weber,
 

“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A
 

Transaction
 

Cos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2
 

1997,
 

pp.3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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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机活动背叛支配国的成本也较低。如果支配国试图增加等级的程度

以增加从属国投机活动的成本时,它的管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因为等级程

度加深意味着支配国不但要加大对从属国监管控制的投入,还要补偿从属

国因剩余权利(rights
 

of
 

residual)减少而造成的损失。①

(四)
 

观念主义视角

观念主义视角强调等级制并不是仅仅凭借暴力控制或者物质利益交换

就可以建立的,行为体必须要在意识上对这一概念形成共识并加以操作才

能使其得以实体化。这类观点大都强调合法性作为维持等级制的支柱,合

法性的形成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既需要支配者在宣扬自

身优越地位方面的公开叙事,也需要被支配者承认这种叙事所带来的不平

等地位安排。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丹尼尔·弗里德海姆(Daniel
 

Friedheim)发现,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一种“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在这种关系下,核心问题是支配国如何取得对从属国统治的合法性。对于

从属国而言,统治的权威并不等同于暴力性的强制,而是需要获得被统治者

的同意。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实现上述情况:一是通过安全上的援助条款换

取对从属国政治的影响力;二是创造一种霸权性的理念来为合法性辩护,并

修补其与一般国际规范之间的张力;三是革新主权制度,打破从属国对主权

制度的固有理念,接受外来者的统治;四是获得外部的同意,即让国际体系

中的其他行为体承认双方所结成的等级关系。②

伊恩·克拉克(Ian
 

Clark)通过国际机制的概念来解释等级制的功能模

式,体系中的霸权不会危及国际社会的存续,因为行为体可以将霸权视为一

种国际机制,在共享的价值影响下,霸权地位的取得并不是因为权力的分配

①

②

David
 

A.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No.1,
 

1996,
 

pp.10-16;
 

David
 

A.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45,pp.138-175.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4,1995,
 

pp.7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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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相反它是一种被其他行为体所共同授予的地位,统治者允诺提供

足够的社会秩序以补偿被统治者失去的自由,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进

而避免了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的结果。①

约瑟夫·麦凯伊(Joseph
 

MacKay)发现了帝国合法性叙事的多元主义

路径。他构建了“普世性—竞争性”和“内生—外生”这两个类型光谱,以区

分不同文明帝国在构建统治合法性上的不同策略。采用普世性叙事的帝国

强调自身独尊的地位,不承认任何凌驾于其之上的文明,其所声称的统治范

围几乎是无限的。采用竞争性叙事的帝国则更强调其自身的中心相对于边

缘地区的至高地位,但也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地位相似的文明。而在

如何构建这一套合法性叙事的方式上则又可以细分为继承文明本身的传统

政治观念的内生路径以及采用混合性与异质化策略的外生路径。②

漆海霞等人分析了中国如何在古代东亚形成支配地位的过程,发现在

国际等级制合法性形成中存在着一个从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的转化过程,

政治认同更能影响从属国对支配国领导地位的认可情况;从属国对支配国

政治认同程度高,双方的等级关系稳固,关系密切;从属国对支配国政治认

同程度低,双方的等级关系就会倒退甚至终结;政治认同的高低既取决于支

配国对于国际规范的遵守情况,也受制于从属国国内政治的变动趋势。③ 这

也解释了在东亚朝贡体系内部支配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亲疏现象。

信仰、历史和文化在文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东亚的和平源于朝贡体系

中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观念及其所产生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调解国家间的

矛盾,避免它们诉诸战争。张勇进(Zhang
 

Yongjin)则把朝贡体系视为一种

制度安排,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集团可以形成一种宪政式结构。朝贡体系

便是中华帝国主导下的一种宪政结构,其内核是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在朝

贡体系下,国家的道德目的是促进宇宙与社会的和谐,国家间的关系是不平

等的,各国都以礼法制度下的正义作为系统性的规范,从而实现“中国治下

①

②

③

Ian
 

Clark,
 

“How
 

Hierarchical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
 

pp.464-479.
Joseph

 

MacKay,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Hierarch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3,
 

No.3,
 

2019,
 

pp.717-725.
漆海霞、曾绍毓、李瞾:《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明朝朝贡秩序稳定的原因》,载《战

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1期,第3页,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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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①

张锋(Feng
 

Zhang)与李智英(Ji-Young
 

Lee)都认为古代中国在东亚的

实力地位远超他国,但不是依靠纯粹的强制力而是寻求其他国家的承认,以

建立一种拥有合法性的支配地位。②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谋求在等级秩序顶

端的位置,但是并非寻求建立“帝国式”的秩序。③ 中国的善意导致周边国家

可以把精力集中于处理内部事务,不需要时刻面临巨大的外部生存压力。④

朴瑞贤(Seo-Hyun
 

Park)研究了东亚等级体系对地区国家身份地位构建的

历史影响,发现在受到西方强烈影响的近代社会,等级观念依然深刻影响东

亚国家的行为模式,时至今日等级观念仍然是塑造区域安全框架不可或缺

的成分。⑤

(五)
 

古代东亚的等级概况

东亚与欧洲相隔万里,又有山川、河流以及沙漠的阻挡。古代交通条件

并不发达,东亚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在自然地理条件与文化习俗的共

同作用下,一种独特体系在东亚孕育而生,而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成为该

体系的主导者。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遵循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秩序

①

②

③

④

⑤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2001,p.57.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
 

Ji-Young
 

Lee,
 

China's
 

Hegemony:
 

Four
 

Hundred
 

Years
 

of
 

East
 

Asian
 

Domina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64-65.
Ji-Young

 

Lee,
 

China's
 

Hegemony:
 

Four
 

Hundred
 

Years
 

of
 

East
 

Asian
 

Domination,p.16.
Eugene

 

Park,
 

“War
 

and
 

Peace
 

in
 

Pre-modern
 

Korea: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s,”
 

In
 

Young-Key
 

Kim-Renaud
 

et
 

al.,
   

eds.,
 

In
 

The
 

Military
 

and
 

Korean
 

Society,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

David
 

C.Kang
 

et
 

al.,
 

“War,
 

Rebellion,
 

and
 

Intervention
 

Under
 

Hierarchy:
 

Vietnam-
China

 

Relations,
 

1365
 

to
 

184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3,
 

No.4,
 

2019,
 

pp.896-922.
Seo-Hyun

 

Park,
 

Sovereignty
 

and
 

Status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p.2,p.11,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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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如果说现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制发源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古代东

亚则表现为一种近乎整体性的等级制①,以等级为基础的礼法秩序保障社会

稳定。

先秦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等级制的说明。《礼记·王制》中记载:“王者之

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②由此可见,在西周的分封制中,

爵位等级决定了诸侯可以支配的土地面积。诸侯国有朝觐周天子的义务,

朝觐的频次则取决于与王畿距离的远近。③ 《左传》则出现将人分为十等的

描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④每一等

级都要服从上级,周王拥有“天命”所赐予的人世间最高权威。不同等级的

个体在行为规范与义务上各不相同,在着装上“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诸

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⑤。在聘问时,不同等级携带的礼物有不

同的标准:“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⑥

康灿雄(David
 

C.Kang)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制衡原则难以应用

于跨文化环境,西方的主流理论家忽略了古代亚洲国家的历史。康灿雄发

现,在古代亚洲,次等强国并没有制衡的意愿,而是愿意追随中国或者至少

默许了中国的支配地位;在中国的管理下,古代东亚地区秩序整体稳定,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多数时候,东亚等级制整体上以中国作为等级中心,前期条件是中国具备相

应实力。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历史强盛时期时,往往要求周边国家臣服;当中国实力衰

退时,这种等级制便会解体,直到中国迎来另一个强盛时期。这种模式也并非长久不变,
有时候中国甚至也会向“夷狄”称臣以获得安全。类似观点可参见 Wang

 

Gungwu,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s
 

and
 

Its
 

Neighbors,
 

10—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王文锦解:《礼记译解》《王制第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8页。
参见徐正英、常佩雨译校:《周礼》《秋官司寇第五》,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

575—57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8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桓公二年》,第86页。
王文锦解:《礼记译解》《聘义第四十八》,第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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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战争发生。如果研究者不了解博弈规则和博弈者行为倾向,是很难推

导出可信的结论的,因此将西方规则运用到亚洲的结果就是“误解亚洲”。①

古代东亚的战争与和平与等级化的朝贡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中国既能够通

过“讨伐不臣”这一儒家规范进行惩罚性军事行动以肃正朝贡秩序,也能够

在朝贡外交的礼仪框架内与周边国家协商解决问题。② 在等级制的框架下,

研究者可以对比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不同体系的维

持与转变、国家安全、对外战略选择等议题得到有益的理论启发。

(六)
 

既有研究的不足

当前关于国际等级制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关于国家间关系的

研究中,威斯特伐利亚中心主义依然处于强势地位③,关于等级制的既有研

究更多以纠偏和批判姿态出现,且多集中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建立时期及

往后的案例,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探讨不够充分。在案例文本的选择上,

学界多以西方国际关系史作为探讨对象,限制了研究视野,迫切需要通过非

近代历史案例扩展经验来源。④

第二,既有研究趋于静态考察等级制。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权力是促

成等级制形成最为核心的条件,但总体较少从权力的动态变化考察等级制

及其变迁。⑤ 研究者多将精力倾注于单一权力中心下的等级制,对于涉及多

①

②

③

④

⑤

David
 

C.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4,2004,
 

pp.165-180.
David

 

C.Ka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1,
 

2020,
 

pp.15-16.
实际上,在世界史中的前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多样化行为体,而且这些体系中的

一部分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等级制或是在列国与帝国之间循环往复,列国与帝国究竟哪种

模式 将 会 占 据 优 势 则 因 文 明 的 差 异 而 不 同。参 见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r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79-182.
关于案例选择多样化的论述参见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载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5页。
关于广 义 等 级 和 狭 义 等 级 研 究 的 论 述 可 参 见Janice

 

B.Mattern
 

and
 

Ayse
 

Zarakol,
 

“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0,
 

No.3,
 

2016.



“二元等级”制:竞争中国家的战略妥协 173  

权力中心情况下的等级制的讨论比较笼统模糊。单一权力中心支配向多中

心权力支配过渡的原因是什么? 其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又会对国家间的关

系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三,国际关系等级研究的延伸意义有待挖掘。可以在等级视域之外

寻找等级研究的新价值,例如,等级研究是否可以为无政府状态下协调大国

之间矛盾带来启示,从而为化解危机和避免权力转移战争等问题提供有益

借鉴? 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大国关系研究都十分重要,等级理论能够为理解

大国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变化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
 

框架设计

(一)
 

定义“二元等级”制

  从历史来看,国际等级制并非罕见现象,学界对其建立方式和维系原因

有细致理性的分析。仅就国家间关系而言,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关系可以定

义为国际体系中某一国家行为主体通过暴力、利益交换、规范制度等单一或

者综合性的方式,建立自身与其他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安排,支配方在不同领域议程拥有不同程

度的管束从属方的权力。①

本文进一步将“二元等级”制定义为国际体系内同时存在两个实力强大

的国家,它们对某个或某些小国进行长期共同领导并结成“支配—从属”等

级关系。这种共同支配的情况能否维系,取决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这种战略关系包括两个大国对外战略能否相互适配包容等。“二元等级”因

涉及的层面大小而不同,既包括国际体系范围内小国受支配状况的整体调

整,也包括对有限地区范围内与某个小国主从关系的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二元等级”制与两极格局并非相同的概念。“二元等

级”制是一种国家间关系的安排,是一种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互动现象。

相比之下,两极格局是一种国家间或国家集团间实力对比的状况,“极”一般

① 刘若楠:《美国权威如何塑造亚太盟国的对外战略》,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
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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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体系内大国的数量①,它与国际格局的形成相关②,并不规定国家之

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部分包含的情况。“二元等级”可以是

两极格局之下的一种国家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但是两极格局之下的国家间

关系并不必然表现为“二元等级”制。

国际等级与地区/区域等级并非泾渭分明、相互隔离。多元等级理论认

为,国际等级秩序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区等级秩序,地区等级秩序内嵌于

国际等级之中,如果没有外来大国的干涉,地区等级的运行逻辑与全球等级

几乎不存在差别,这也意味着体系层面的权力转移现象也会在地区层面出

现。③ 全球性大国所在的地区发生权力转移时,将在体系层面产生影响,例

如苏联的解体影响了欧洲的权力分布,也在全球层面终结了两极格局,美国

因此获益④,相当数量的前华约成员国随后陆续加入北约,成为美国等级制

下的一员,改变了原先等级制下的支配关系。

古代国际体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彼时全球国际体系尚未形成,国家

间缺少联系且相对封闭,各地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其形态与当代全球

国际体系类似,都是封闭的系统,并具备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与国际规范

等三要素。这些独立体系内部处于不同地理方位的各个政治实体,如国家、

部落等,可以被视为相应的地区。体系大国同时也是其所在地区的大国,整

体与区域之间由此形成有机联系,地区内的权力转移现象也能冲击体系层

面的权力分布。例如,唐穆宗时期与吐蕃长庆会盟,确立了“中夏见管,维唐

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的势力范围划分原则,并与吐蕃重新确认领土边

界。唐朝政府借此承认吐蕃吞并陇西地区,并将原先领土范围内西部地区

①

②

③

④

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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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族的支配权转交给吐蕃,吐蕃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自己的小藩属体系。①

该事件虽然只涉及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但是因为唐王朝是东亚国际体系

中的大国,这一结果无疑在体系层面也产生了意义,反映了唐蕃实力状况的

此消彼长。与作为天下共主“天可汗”的唐太宗的统治时期相比,这一时期

唐朝的国际地位已经下降很多。

“二元等级”制模式的形成原因有两个。第一,小国愿意接受等级依附

作为获取安全的手段。小国无法像大国一样承担保卫国家的高昂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国的保护。② 作为交换条件,小国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

性,在外交政策上追随大国,构成了与大国的主从属关系。这一政治行为并

不局限于当代国际关系实践。在先秦典籍中,小国委身于大国以求安全既

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礼法规范,孟子认为“惟智者为有以小事大,……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

之’”③。在孟子看来,小国恭顺地侍奉大国可保国家不被灭亡,这是合乎天

意的举动。小国依附大国以获取安全保障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通过依

附策略争取更多的大国支持,尤其是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自己的大国提供

的安全承诺对于保证小国安全十分重要。尽管依附多个大国将付出更多的

政治经济代价,但是相比于卷入大国之间的冲突而言,其付出的成本相对较

低,这也为“二元等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国家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战略关切为“二元等级”的维持提供

了条件。大国通常拥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可决定国际体系的安全与和

平。④ 当大国长期竞斗又难以分出胜负时,相互妥协的意愿将提升,衰落中

的大国甚至可能单方面做出妥协。小国成为大国博弈牺牲品的情况也并不

少见,它们既可能被国际冲突裹挟,也可能被作为大国关系转圜的交易筹

①

②

③

④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1页,
第444页。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

6期,第35页。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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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大国间实现均势的常见方式是瓜分或吞并小国,相比之下,大国在小国

内部形成“共治”局面则较少出现,出现这一情形往往需要特殊的时代背景

与权力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被争夺的小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有着较

大影响。当大国之间权力分布相对均衡时,有可能保留小国作为双方缓冲

区。大国共同管理小国,既能够防止小国完全倒向其中一方从而导致大国

权力对比失衡,亦能防止大国间因领土接壤而发生直接摩擦。

其次,如果守成国力量衰退,次等强国可以在守成国次要利益区蚕食其

影响力范围,分享对于藩属国的控制权,从而形成“二元等级”制。衰退中的

大国通常会进行战略收缩,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保卫核心利益,因此次等

强国的类似试探活动可以得到守成国的某种默许,从而降低军事冲突的风

险。① 而次等强国难以公开要求与守成国重新分配权力,这可能引发守成国

的警觉进而使次等强国遭到孤立。

最后,次等强国可以控制受益于现存秩序的小国,以保证自己能够间接

地参与到现行国际秩序的利益分配中,这成为次等强国的特殊生存之道。

次等强国可能陷入一种特殊的两难困境,它既希望改变由守成国规定的利

益分配格局,但又无法摆脱对守成国的经济依赖。次等强国无力创造一种

新的国际秩序,也不能自我隔绝于现存国际秩序。此时次等强国在战略规

划上要保持谨慎克制,避免触及守成国的核心利益,且在获得彻底颠覆现存

秩序的成熟条件之前,必须容忍其从属国继续与守成国保持等级关系。

(二)
 

历史上的“二元等级”制

鉴于国际等级理论的研究现状,笔者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通过

权力变化的动态视角,结合现存的国际关系等级制研究成果以及古代东亚

存在的春秋霸主体系和明、清时期的东亚朝贡体系,阐释在古代等级关系演

进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二元等级”制现象。

各行为体权力对比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双强并存的两极格局,处于两极

① 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
期,第3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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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大国会试图支配体系内的小国,创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等级制。

两个大国争夺小国支配权存在利益冲突,甚至可能出现对抗。如果双方在

多次交锋后既没有办法彻底消除另一方对小国的影响力,又因为遭遇到国

内或国际危机而陷入实力下降的境地,那么两个大国就有可能采取一种“共

享附庸”的方式,承认对方对被争夺的小国拥有同等支配权,并要求这些小

国对处于两极地位的两个大国尽同等义务。此时,处于两极地位的大国共

同提供地区安全产品,它们协商承认对方享有同等国际权威以规避冲突,从

而通过一种“二元共治”下的和平。其潜在逻辑是,两个大国均不再谋求实

现体系的单极化,而是在现存体系内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双方实力都在衰退,原本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逐渐转变为能够兼容共

存。“二元共治”的长期维持有赖于两个大国战略上的相向调整。当双方从

对抗走向包容,遵守协商一致的规范,则能够形成相对良性的大国关系。

在另一种情况下,体系层面之下存在着地区性的二元支配。行为体实

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普遍现象,次等强国作为挑战者有机会在体系边缘地

区扩张。在与守成国实力差异过大的情况下,次等强国并不追求迅速取代

守成国,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优先改变区域权力分布的现状,谋求改

变地区等级制,这是崛起过程中的必经步骤①,也是相对安全的途径。权力

平衡点的重新设置导致了在区域层面出现“小幅度权力转移型”的
 

“二元等

级”制(“二元共治”和“小幅度权力转移”的“二元等级”制的模式参见图1)。

随着国际体系内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实力进一步衰退,它没有足够的力量

保护某个处于次要地位的从属国,此时次等强国便有可能扩大其对该从属国

的影响力,进而攫取一定程度的支配权,从而在区域层面建立等级制。此时体

系支配国在战略上呈现收缩态势,有可能默许或容忍次等强国影响力的存在。

该“二元等级”制保证了次等强国能够介入从属国与守成国原先结成的

等级关系中,通过操纵从属国的朝贡贸易进而间接地获取自己无法生产的

各种物资,成了这一体系的寄生者。② 这一特殊关系的存在同时也缓和了其

①

②

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
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21页。

体系寄生者意味着某个国家行为体没有通过正式融入一个国际体系的方式来

取得收益,而是通过抽取和剥削融入该体系的其他国家的财富实现间接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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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种“二元等级”制的模式

与守成国之间的矛盾。在双方的博弈中,支配国与次等强国的权力在此消

彼长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使得原本由一个国家稳定

支配的从属国转变为由两个国家共同支配的“两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在区域层次出现了“小幅度权力转移”的现象,即体系中的支配国的

垄断性权力有所减少,暂时满足了次等强国的权力需求。
 

“二元共治”和“小幅度权力转移”的“二元等级”制在权力结构、层次、国

际规范性方面都存在差异,两者之间的对比参见表1。

“小幅度权力转移”的“二元等级”制的特点主要在于:首先,次等强国没

有取代守成国,只是部分地削弱了其主导地位,其二,权力转移的范围仅仅

是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实现“小幅度权力转移”是次等强国依据国家整体利

益所做出的选择,帮助其在国际体系中寻求合理位置。① 其三,次等强国采

取了有限扩张的战略,在与守成国的博弈中保持了克制,从而保证了双方的

① 宋伟:《外交与内政如何得以有机统一———基于位置现实主义的视角》,载《国际

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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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两种“二元等级”制对比

结构模式 行为主体 权力格局 涉及层次 逻辑内涵 规范性差异

“二元共治”
模式

两极强国 对称

体系内权

力范围重

新划分

两大国重新界定

各自在体系中的

身份 地 位,实 现

长 期 共 存 共 治,
共同维护相对和

平的局面。

较 为 对 称 的

国际合法性:
从 属 国 与 两

个 支 配 国 都

拥 有 较 强 的

等 级 国 际 合

法性,其中略

有差别,但相

对而言对称。

“小幅度权力

转移”模式

次等强国与

守成国
不对称

特定地区

范围内权

力范围重

新划分

次等强国实施有

限的修正主义行

为,改 善 了 自 身

的不 利 处 境,削
弱了守成国的体

系支 配 地 位,但
该举动得到了守

成国的容忍。

强 弱 非 对 称

的 国 际 合 法

性:从属国与

守 成 国 的 等

级 关 系 合 法

性强,与次等

强国的等级关

系合法性弱。

和平共处。一国的合理位置目标应该以其自身的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为基

准,做力所能及的事,在追求目标的同时要秉承审慎的原则,在不威胁霸权

国领导权的前提下适当提升自己的权力地位。① 这种转移的幅度相对轻微,

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双方在力量对比上的差距,爆发权力转移战争的风险

较小,不会引发守成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过分担忧,双方对于被改变的现状达

成了长期的默契。
 

三、
 

案例检验

(一)
 

春秋霸主体系下的弭兵会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春秋时代自平王起,王室衰微,诸侯并

① 宋伟:《国际秩序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
期,第119—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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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藩属等级制逐渐衰退,体系内强大的诸侯国建

立的新等级秩序渐现雏形。郑庄公与齐桓公先后成为体系中的霸主,但是在

两人去世后,郑齐两国的霸权便随之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晋楚两大强国。
 

晋楚对峙的两极格局下,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在此期间,晋楚总共进行

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

之战以及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此三次大战或是因双方援助自己的附属

国而起,或是肇始于争夺处于关键地理位置而外交态度摇摆不定的小国,交

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整体激烈对抗的局面一致持续,楚国虽败多胜少,但

依然能保持对中原地区的进攻态势,晋国虽两次击败楚国却无力迫使楚国

转攻为守。直到公元前572年,晋国于湛坂击败楚军,两国争霸的形势才趋

于缓和。①

晋楚交战使中原地区凋敝残破,正所谓“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

之大灾也”②。宋国甚至已经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③ 和平局

面同样难以维持,小国为求生存不得不依附其中一个大国,但又会遭到另外

一个大国的兴师问罪。因为夹在晋楚两强之间,郑国被迫反复与双方结盟

和解盟,与此同时自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起至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

止,几十年时间里,郑国遭到晋楚两国轮番侵略10次以上。④ 晋楚两国也因

频繁交兵而消耗实力,导致双方无力再进行大规模战争。晋国大夫伯宗提

出“天方授楚,未可与争”⑤,可见此时晋国已经出现反战的情绪。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双方均不愿再起新战事。公元前546年,

在宋国大夫向戌的协调下,晋、楚、齐三大国以及中原地区分别从属于晋与

楚的小国进行了弭兵会盟⑥,此次会盟的结果便是晋楚两大国休兵,原本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细节可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僖公四年》,275—277页;司
马迁:《史记》第五册《楚世家》,第1698页;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宣公十二

年》,第717页;司马迁:《史记》第五册《晋世家》,第1665—166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三册《襄公二十七年》,第112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宣公十五年》,第757—758页。
该数据是笔者根据《左传》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宣公十五年》,第757—758页。
此处的“弭兵会盟”指的是第二次弭兵会盟,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曾举行过一

次弭兵会盟,但由于鄢陵之战的爆发,此次弭兵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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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属于晋楚两大国的小国同时对晋楚朝聘,同时成为它们的从属国。① 双

方约定“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

宪令,而小国之望也。”②弭兵会盟之后,中原小国共属晋楚的格局得以确立。

小国出于安全的考虑,基本上做到了遵守朝聘的规定,对等地聘问晋楚两

国。对于晋楚两大国而言,力量的衰微也导致它们不愿意轻言战端。
 

研究表明,晋楚两国当时分别遭遇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危机,致使力量衰

退,都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中原诸国之上。在晋国,公卿争权愈演愈

烈,君臣无法团结一心应对外事;在楚国,兴起于其后方的吴国构成重大威

胁,导致楚国不能集中精力北上争霸。③ 战略关切的转移促使两个大国在争

霸中走向妥协。

就晋国方面而言,晋平公继位以来,公室力量衰微,卿士家族的权力急

剧上升,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攻伐,争相侵吞政治斗争失败一方的土地城邑④,

不断地兼并公室的田产充实自身实力⑤,这导致晋国对外战争的物质基础不

断萎缩,经济实力持续倒退。

君主无力统御政务,掌握实权的执政卿士以扩充家族实力为要务,他们

并不关心对外战略,为此不惜屠杀晋公室以进一步削弱国君的权力,最终形

成“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

晋益弱,六卿皆大”⑥的局面。卿士家族实力的膨胀也造成了国家军事能力

下降。公室出身的大夫叔向曾哀叹道:“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

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⑦晋国的军事力量几乎完全掌握于卿士之

手,这些精锐力量成为私人武装用于内乱当中,代表国家的军队装备缺乏、

人员不齐,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将领指挥,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国无力再继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与会盟的小国中,鲁、宋、卫、郑、曹从属于晋国,陈、蔡、许从属于楚国,参见童

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201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三册《襄公二十八年》,第1139页。
赵鼎新:《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载《学术月刊》,2006年

第2期,第132—138页。
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五年》,第1269页。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晋世家》,第168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三年》,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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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长期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楚国则遭到了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吴国带来的直接军事威胁。公元

前584年,晋国指使楚国叛臣申公巫臣出使并教授吴国驾驶战车之法后,吴

楚之间便冲突不断。① 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中,楚国更是惨败,失去多

处战略要地。②

在得到伍子胥、孙武两位贤臣相助后,吴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逐渐占据

上风,使得原本臣服于楚国的淮水、泗水周遭蛮夷部落全面倒向吴国。③ 公

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柏举之战中大败楚军并取得“五战破郢”的辉煌战

果。④ 此时的楚国几近亡国,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牵制了楚国的主要精力,

无法再继续北上对中原地区展开攻势。

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余

年,其间除了公元前506年3月的晋破楚方城之役外,晋楚两大国在中原地

区几乎没有再因争夺霸权而发生过大规模战事⑤,战事减少和较长时间的和

平也使得中原的各个中小诸侯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⑥。

(二)
 

东亚朝贡体系下的琉球“两属”

历史上琉球是中日共同的海上邻国。14世纪时,琉球分为山北、中山与

山南三国。1372年,明太祖派遣使节出访中山国,向中山王察度宣示明朝的

建立,察度随即接受诏书,向明朝称臣纳贡。1383年,明太祖又遣中使梁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144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二十三年》,第1446—1447页。
周德均、李本义:《吴楚战争与<孙子兵法>之读解》,载《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1995年第1期,第8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定公四年》,第1544—1545页。
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定公四年》,第1533页。
有部分观点认为公元前506年的召陵之盟标志着晋楚弭兵会盟的终结,实际上

情况并不如此,公元前491年,楚国击败其境内的蛮夷夷虎,夷虎的一些贵族逃入晋国的

阴地,楚军派人与阴地的晋国大夫士蔑交涉,要求其交出逃亡之人,其理由便是“晋、楚有

盟,好恶同之”,晋国的执政卿赵鞅认为现在国家正处于内乱中,不可破坏与楚国的关系,
因此指示士蔑答应楚国的要求。可见此时的弭兵会盟至少在表面上依然被双方认可。
参见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哀公四年》,第1627—1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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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谦携圣旨往琉球调停三国之间的争端。慑于明朝的威望,中山王察度、

山北王怕尼芝和山南王承察度各自罢兵,且皆派遣使节向明朝谢恩。① 至

此,明朝已经与琉球三国建立起稳定的藩属关系。在朝贡体系与宗藩制度

的庇佑下,琉球三国不断地学习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与礼制文化,文教之风

日益兴盛。② 思绍为中山国国王时,山北国国王无道失德,思绍随即遣世子

巴志灭山北国。巴志继任国王之后,中山国又吞并山南国。至此,琉球三国

一统于中山王国。

琉球在与中国密切互动的同时,也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③ 由于琉

球是明朝的藩属国,可以通过朝贡获得明朝大量的赏赐,其国便以此为契机

向日本开展中转贸易以赚取财富。最靠近琉球的日本领国是位于九州岛南

部的萨摩藩,由于地理上的便利,萨摩藩与琉球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琉球

在与中日双方的贸易中获利甚丰,而萨摩藩由于领地内财力枯竭,急切地希

望控制琉球以重振经济。④

1603年,日本三河地区的大名德川家康脱颖而出,受封“征夷大将军”称

号,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在江户开设幕府,建立起权力更加集中的幕

藩体制。德川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希望融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网

络,但是由于丰臣秀吉掌权时期日本侵略朝鲜一事,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恶

①

②

③

④

(琉球)蔡铎、蔡温、郑秉哲著,袁家冬校:《中山世谱》(校注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年版,第44—46页。
同上,第46—47页。
明代中后期,自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的几次交锋后,日本“已成为东亚地区唯

一可与大陆政权进行公开抗衡的国家,甚至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开始转向两极对立”。
但是,古代东亚体系不平等国家间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至少包括国家实力、礼制规范与

收益分配方式等。“夷狄”对于中原王朝的自愿服从和中原王朝对“夷狄”的优越感是二

者在军事力量、文化水平的显著差距以及利他性的朝贡贸易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其中扮演“极”这一角色的行为体更是需要具备领导能力以保障周边的稳定秩序,显然日

本在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将日本视为与中国并

立的一极这一结论值得商榷,但是此时的日本至少可以被视为一个对体系秩序不满的次

等强国。具体论述可参见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载《历史研究》,

2010年第6期,第139页;
 

杨立影、赵德宇:《“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载《古代文明》,

2021年第1期,第137—144页。
伊地知潜隐:《南聘纪考》(上卷),冲绳历史研究会1966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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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朝君臣对日本厌恶至极,根本不愿意与之接触。德川家康便与萨摩藩

藩主岛津家久合谋试图攻占琉球,这样一来,即便日本依然游离于朝贡体系

之外,但是可以通过琉球间接地参与朝贡贸易,源源不断地获得经济收益。①

1609年3月,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由于交战双方实力悬殊,萨摩藩军

队很快占领琉球都城首里,俘虏君主尚宁王并将其押送至骏河城面见德川

家康。② 随后岛津家久强迫尚宁王与萨摩藩达成包括15条不平等协定在内

的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萨摩藩得以干涉琉球内政和控制其与明朝的朝贡

贸易,同时要求琉球成为萨摩藩的藩属,向其纳贡称臣并割让北方五岛。③

在获得尚宁王对不平等条约的允诺后,萨摩藩方面才将其送返琉球。对于

琉球被萨摩藩入侵且被迫成为藩属一事,明廷朝野上下反应冷漠,既不愿意

多加了解情况,也拿不出有效的措施。1610年,就在琉球遭遇入侵后的第二

年,尚宁王的陪臣毛凤仪和金应魁便向福建巡抚奏报日本入侵之事,明神宗

了解情况后反应冷淡,认为琉球只是遭到“倭难”,仅仅表示准许琉球入贡减

半④,并无发兵救助的意愿。

两年后的1612年,福建巡抚又奏报明神宗称福建的地方官认为尚宁王

被日本放归国内后,琉球的贡品内容变得奇怪,贡品中的日本产品异常增

多,其很有可能已经被日本控制,恐怕已经怀有不臣之心,希望朝廷注意提

防。此后,明朝逐渐疏远琉球,令其十年才可以进贡一次。福建地方官员认

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明朝为何拒绝救援琉球:第一是明朝自万历中

后期开始走向衰落,朝鲜之役后国库空虚,朝野之内党争不息,辽东地区的

女真边患又分散了朝廷大量的注意力,在众多压力下国势已经大不如前,再

加上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海防疲软,缺乏足够的力量出兵琉球⑤,这也是

明朝不愿发兵的根本原因。第二是政策性的考虑,无论是调动军队协助琉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来特:《来而不往的“互市”:德川初期中日贸易模式的构建》,载《清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21页。
木村高敦编:《武徳编年集成》(上册),名著出版1976年版,第134页。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0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三《万历三十八年七月辛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1962年版。第1757页。
袁家冬、刘绍峰:《琉球群岛的地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

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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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还是派遣使者进行慰问都难免会与日本方面接触,这样日本便又有机会

就入贡之事提出交涉,明朝担心日本借机再提入贡之事。天朝上国是不屑

与这样一个既傲慢又狡猾的国家再打交道的,不如就此不闻不问,以挫败其

阴谋,日本自知入贡无望,自会准许琉球复国。① 由此可见,明朝对于救助琉

球的无所作为,可以算作对日本试探性扩张的一种绥靖,是国家整体安全战

略逐渐向本土防御缩退时避免引发非必要冲突的折中之法,通过推脱责任

对次要利益方面的竞争者让步。②

由于明朝的无动于衷,琉球不得已屈服于日本,变为中国与日本的“两

属”之国。明清鼎革后,清朝继承了明廷与琉球的朝贡关系,使得琉球继续

保持“两属”状态,清顺治至嘉庆年间,中国总共对琉球进行了5次册封。日

本也效仿中国的举措,对琉球的历任新王进行册封,而琉球于1649—1682年

7次朝见幕府将军,德川幕府每次也赐予琉球土产与银两作“怀柔”之举。③

尽管日本成功迫使琉球对其朝贡,但鉴于中日国力对比依然悬殊,日本不敢

公开表露其对琉球的宗主身份,不愿意让中国了解琉球与日本的关系,所以

每次在中国的册封使团到达琉球之前,萨摩藩都会命令琉球国不得暴露和

日本相关的事物,不得展示日本书籍,也不得使用日本习俗,会日语的琉球

人必须假装不懂日语,如果有萨摩藩船只逗留,琉球需要隐瞒船只的名称以

及船上的日本人姓名。④

其实清廷上下对于琉球臣服于萨摩藩一事并非毫不知情,但也未加以

阻止,事实上默许了这种“两属”。⑤ 究其根源,原因之一是清朝担心如果过

①

②

③

④

⑤

《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45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在保护核心藩属国朝鲜时展现的坚决态度,丰臣秀

吉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与明朝进行和平谈判时提出的构想无疑是希望日本获得在东亚

仅次于明朝的第二中心地位,与其在朝鲜共享宗主地位,试图构建“二元等级”制,但是遭

到了明朝的拒绝。具体内容可参见郑洁西:《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

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十一章。
柳岳武:《康乾盛世下中国、琉球、日本三国关系研究》,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

4期,第127—128页。
陈大端:《清代琉球王的册封》,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

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52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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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此事恐横生事端,使日本成为中国的潜在威胁,因此只要琉球依然留在

“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中便足够了。① 原因之二则是清朝统治者已将大部

分的精力投入防范沙俄的南向扩张,以及回应质疑满人统治合法性的“华夷

之辩”,对于朝贡的态度趋于内敛,难以过多关注内陆边防之外的事务。② 明

代中后期的倭患曾严重破坏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定,万历朝鲜之役又充

分暴露了日本企图冲击东亚国际秩序的野心。这些记忆使得统治者在处理

与日本的关系上显得十分谨慎,担心过分逼迫日本会引发危及统治的祸

患。③ 可以说,在近代以前,清廷对日本的态度很大程度地受到了前朝历史

经验的影响。

另外的原因还在于康熙中叶以后,为稳定经济形势,中国铸币需要大量

进口日本出产的铜矿,雍正时期又开始大量进口日本的海产品,因此清朝统

治阶层对日本逐渐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之视为一个可以获取重要

资源的特殊国家④,所以能够迁就宽容日本对朝贡体系的不合作态度,这也

有助于理解清朝为何默许琉球“两属”的情况。

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步入封建社会晚期,国力逐渐衰退,再加上清朝同

样实行较为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失去了发展海权以及“开眼看世界”的

绝佳机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屡战屡败,颓势尽

显,在西方的冲击下,东亚的朝贡体系摇摇欲坠。同一时期,日本经历了政

权的变更,在“倒幕运动”后,新兴的明治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提升国家实力的

“维新”改革,一方面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⑤,这一系列的变故致使日

①

②

③

④

⑤

萧婷:《帝国与边缘:1644年至19世纪清朝与日本及琉球关系比较研究》,载《海
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241页。

韩东育:《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载
《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第134页。

易惠莉:《清代前期的对日关系认识》,载《思想与文化》,2005年第1期,第356—

358页。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徐淑华:

《清雍正朝中日海上贸易的特点、历史地位与影响》,载《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

66—68页。
赵东辉、苏燕:《“九·一八”全史》(第一卷),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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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侵略野心膨胀,琉球便成为其蚕食亚洲的起点①。1879年,日本以“废

藩置县”为名,将琉球并入本土,其理由是自1609年后,琉球已经归属萨摩藩

管理,实乃日本的“内土”,日本有权对其进行处置。琉球无力抗争,只得求

援于清政府。清政府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驻日公使何如璋严词驳斥了

日本的主张,强调琉球世代接受中国册封,向中国朝贡已经有百年之久,乃

是中国的属国,除此之外,中国并不干涉琉球内政;日本萨摩藩自明朝万历

年间强迫琉球称臣纳贡,中国也给予了默许,这恰恰说明琉球虽然从属于他

者,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自主性,并非日本所言的“内土”,更何况琉球行

事恭顺,并无罪愆,日本此举既无理由,又违背道义原则。② 清朝方面的说辞

有理有据,但无力阻止日本的活动,琉球国最终消亡。

(三)
 

“二元等级”制中小国的依附偏好

在“二元共治”模式中,小国对于两大强权的态度有差异,既可能选择自

己所偏好的庇护者长期稳定追随,也可能谋求在有限转圜空间内争取相对

独立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郑国以及陈、蔡、许三小国。

鲁国是周公后代的封国,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设施,在西周时也曾是拱卫周王

室的强藩之一,长期扮演诸侯“望国”与姬姓“宗邦”角色,因而在捍卫华夏正

统方面态度坚决。鲁国也不处于晋楚长期交战与争夺的核心地区,其外部

安全压力相对而言和缓,因此,在周王室力量衰微无法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

的情况下,鲁国在对外战略上既是姬姓封国晋国的忠实追随者,也并非完全

拒绝亲善楚国,但是鲁楚交往是以不超过鲁晋关系为前提的。根据清朝顾

栋高的统计,终春秋一世,鲁国大夫朝觐晋国多达24次,是所有诸侯国中朝

觐晋国次数最多的,但是鲁国朝觐楚国的次数只是简单记载为“甚者旅见而

朝于楚焉”③。由此可以推断,鲁国朝觐楚国的次数远远低于朝觐晋国。这

也从侧面印证了鲁国对外战略有其相对固定偏好的判断,并且在弭兵会盟

①

②

③

李若愚:《近百年来东亚历史中的“琉球问题”》,载《史林》,2011年第4期,第159页。
岩仓公旧迹保存会编:《岩仓公实记》(下卷),原书房1968年版,第582—583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7—160页;戴东阳:《何如璋与早期中日

琉球交涉》,载《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63—65页。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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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种偏好仍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与鲁国不同,郑国对外战略偏好则呈现出更多的灵活性,长期奉行的原

则是在追随强者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郑国是晋楚争霸过程中重点争

夺的对象,两国对其安全的威胁程度大体相当,因而受到战争的破坏亦最为

严重。因此郑国在外交上无法信任任何一个强权,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

以求生存。对于两大强国的态度,郑国的应对策略是“牺牲玉帛,待于二境,

以待强者,而庇民焉”①,不会长期追随某一个固定的安全庇护者,而是根据

安全形势变化与强国实力对比变化而随时调整,一直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

弭兵会盟之后,郑国安全形势有所缓和,但在战略上依然追求一定程度的独

立性,对于晋楚两国都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分亲近任何一方,在依附偏好上

不表现太多的倾向性。②

陈国、蔡国和许国属于小国之中的弱者,而且三者领土紧邻楚国,时常

面临后者的威胁而得不到中原大国的及时救助,因而不得不长期依附楚国,

总体表现为外交自主性弱,依附偏好严重受制于安全压力。

在“小幅度权力转移”的模式中,小国的偏好更多地体现为采用综合手

段抵制庇护者不利于其国家利益的行动,以减少国家利益损失。有研究指

出,作为庇护者的主导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从属者时会遭遇抵抗,可能导

致主导国滑向帝国主义。③ 当庇护者加强其与从属国的等级化程度并最终

使其丧失自主性时,从属国出于生存本能将进行抵制,不过从属国力量微弱

导致其抗争手段极其有限,因而不得不诉诸外部制衡手段,即寻求“二元等

级”制中另外一个庇护者的帮助。在19世纪晚期,中日两国关于“琉球处分”

问题的交涉中,琉球先是强调“两国实为父母之国,举藩奉戴。……自今欲

赴(清国)进贡,庆贺并请册封。如被禁止,不啻断绝父子之道”④。琉球希望

①

②

③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三册《襄公八年》,第957页。
主要体现在郑国仍向晋国朝贡但是禁止晋国干预郑国内部事务,以及让宗室子

弟与楚国联姻以抗衡晋国,但是又收留楚国出逃的叛臣。可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

注》(第四册)《昭公元年》,
 

第1199页;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十九

年》,第1403页;(西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伍子胥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171—1185页。

David
 

A.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3.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至言社1977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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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贡规范为义理约束日本政府权力扩张的行为,祈求日本允许“两属”状

态以便于继续向中国朝贡。在乞求无望的情况下,琉球只能寄希望于清政

府的干预,极力促成其出面与日本进行交涉①,甚至鼓动清政府在必要时通

过军事行动逼迫日本放弃吞并②。

(四)
 

案例总结:
 

两种逻辑内涵与两种“二元等级”制

国际体系并不是一个权威的真空区,其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具有权威的

等级制。古代的东亚地区是一个拥有发达等级网络的体系,等级制为其带

来了某种程度的秩序与稳定。本文以等级体系中行为体的权力变化作为视

角,动态地考察了在东亚历史上不同时段的两种二元等级制。

在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败,西周时期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诸强

纷争,战事不断,晋楚两大国在实力上脱颖而出,具备了建立以自身为核心

的等级制的权力基础。在经过数次为争夺中原诸小国支配权的大战后,晋

楚双方尽显疲态,国内和国际危机又进一步削弱了各自的力量,一种通过

“共治”和“共享”的方法包容彼此势力范围的制度便应运而生。晋国和楚国

建立的与中原诸小国之间的“二元等级”制,体现了大国协调的效果,防止了

双方为争夺从属国而频繁战争,小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喘息空间。其间楚国

曾经做出一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③,但是基本上不足以动摇“二元等级”

制的架构,没有打破中原地区的总体和平稳定局面。

这种和平局面在战争频发的古代中国社会里是比较罕见的情况。弭兵

会盟之前,晋楚之间仅是大规模的会战就有三次,双方攻伐彼此从属国的情

况更是不计其数。弭兵会盟之后,与会的各诸侯国对于战争的态度显得谨

慎了不少,唯恐随意发兵招致众怒。在春秋中后期100多年的时间内,晋楚

①

②

③

西里喜行编:《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1992年版,第

49页.
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

 

新华出版

社2018年版,第82—83页。
主要指公元前531年前后陈蔡两国被楚国吞并后又复国的风波,以及公元前

509年楚国令尹子常私自扣押蔡国与唐国君主所引发的晋楚关系紧张的事件,参见杨伯峻

编著:
 

《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十一年》,第1327页;第四册《定公四年》,第1532—1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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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与弭兵会盟前双方因争霸而频繁挑起

战事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守成国与挑战国能够及时调整战略规划,就权力与国际地位的安排达

成一致是“二元共治”型的“二元等级”制可以形成且稳定维持的根本原因。

其中,守成国能否展示足以打动崛起国的诚意,是重新进行后续权力安排的

前提条件。晋楚三次大规模会战后,晋国国内政治的混乱程度与日俱增,已

经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国战争,而且晋国也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彻底消除楚

国的威胁。因此,晋国调整了战略规划,借助第三方的斡旋,承认了楚国与

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且以安抚代替强硬对抗,采用了共同支配从属国的

方式给予楚国一定的物质补偿,也避免了此后因势力范围划分的问题而再

起纷争,较为成功地化解了两国的长期矛盾。晋国能够率先放弃对中原地区

小国的垄断性控制以展示诚意,是促成双方稳定战略关系非常明智的一步。

楚国同样调整了战略规划。吴国加快扩张步伐,让楚国意识到楚吴矛

盾已经代替晋楚矛盾成为主要威胁,而中原战争胜少败多的经历也让其意

识到难以撼动晋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不再坚持先前取代守成国和颠覆国际

秩序的既定目标,转而接受晋国的方案,愿意转变角色,从国际秩序的挑战

者转变为维护者。

事实上,“二元共治”型的
 

“二元等级”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启示并不

在于“等级”,而是在“等级”外表之下,大国之间通过妥协、谅解与退避来维

持关系稳定,为中小国家带来和平。“二元共治”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提

出了以“共存”替换“取代”的构想,使面临着权力斗争困境的国家之间有可

能实现长时间和平共处。它既不同于大国以追求单极秩序为终极目标的权

力最大化假设,也有别于冷战时虽然两极共存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形

成相互对峙集团的局势。“二元共治”更侧重于展现两极格局下的大国协

调,守成国不再坚持消灭挑战者,而是愿意将其吸纳进当前国际秩序中,通

过利益让渡与地位承认来安抚崛起国。崛起国也并不必然谋求取代守成

国,也愿意通过协商重新确立自己在现有秩序中的国际地位,不再扮演挑战

者的角色。它提供了一种在不变更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尝试解决大国矛盾的

方案。第二,
 

更加具有国际道义感。“二元共治”更加关心中小国家在大国

权力博弈中的命运,小国往往因为“选边站”的问题而被卷入大国的对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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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国能够避免激烈对抗,那么小国也能够有更多转圜余地和发展空间。

在“小幅度权力转移”模式中,支配国双方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完

全相同。中国在构建与琉球的等级关系时,注重将物质基础与儒家伦理结

合,通过物质奖励与文化熏陶来争取琉球对华的亲近感,因此中国对于琉球

的支配地位是通过权力与规范的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中琉之间的等级制更

为长久也更具备合法性。日本则是依靠暴力手段迫使琉球服从,通过不平

等条约的形式操纵琉球的朝贡贸易,在进入近代以后又公然违背国际法而

吞并琉球。

守成国与次等强国的对外战略从起初的相互适配到后期的走向分歧,

导致了“小幅度权力转移”型的“二元等级”制的崩溃。明清时期的中国缺乏

向海外进行领土扩张的意愿,闭关锁国以及“海禁”政策的出现意味着统治

者在东部沿海地区总体上采用一种消极的防御主义对外战略,虽不满日本

拒绝加入自己的等级体系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逼迫措施,甚至默许其小幅

度的对外扩张,从而在事实上包容了这种修正主义行为。17世纪初,处于德

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同样实行“锁国”政策,限制对外交往,整体上注重内向

发展。在德川幕府没有重蹈丰臣秀吉的覆辙,而是重新校准了自己在体系

中的定位,短暂地向琉球扩张后,暂停了进一步的海外扩张,安静地扮演非

挑战者的角色,维持了现状,让琉球成了维持中日权力态势的平衡点。因

此,中日两国的保守战略在17—18世纪得以相互适配,维持了彼此间的和

平,避免了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保证了“小幅度权力转移”型的“二元等级”

制在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保持稳定。

四、
  

结语

虽然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平等的国际观念已经从

欧洲向世界各地广为扩散,但是时至今日,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

形成一种天然且理想式的平等,国家间地位的不平等、国与国之间的主从关

系在当今世界中依然存在。在学术领域中,等级理论给予研究者们观察国

际体系变迁、国家之间权力博弈的崭新视角,而对于非西方的历史案例的探

讨也为我们剖析解构来自西方话语体系的“历史宿命论”创造了契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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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等级理论研究的深入,国际关系学科知识谱系也将会不

断地发展更新。

就“二元共治”型的“二元等级”制而言,它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如何

规避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走向大规模战争、实现和平共处的有益思路,

可以有力地反驳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中美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西方话

语。“修昔底德陷阱”散布了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恐惧情绪,它拒绝思考大国

权力分配的和平方案,新兴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除了零和对抗以外似

乎别无选择①,战争成了解决大国权力矛盾的唯一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

西方“敌友理论”哲学的折射,强调行为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变换他

人“友人”或是“敌人”的身份,“敌人”对“我”的生存产生威胁因而引发了激

烈的政治对抗,而“友人”也最终会转变为“敌人”,导致冲突斗争的困境永久

地持续下去。② 更为不幸的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漠视大国以外的其他

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大国之间的战争使中小国家生灵涂炭,伯罗奔尼撒战

争对于希腊城邦的摧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浩劫依然

是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

本文认识到大国关系的稳定是体系稳定的基石,大国既可以是体系安

全的供给者,也可以是体系安全的破坏者,大国之间若协调得当,形成共识,

一种共存的稳定状态便能够长久地持续,反之则是兵连祸结,纷争不断。大

国协调与谅解对于和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还认识到国际等级制对

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起到双刃剑的作用,它既能够降低冲突发生的

可能性,也能导致战争规模的扩大。由于支配国与从属国在双边关系中的

不平等,支配国可以运用权威管制从属国的活动,避免自己受到牵连而卷入

战争。当支配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的从属国也将被迫参与战争,规模的

扩大会加剧战争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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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大国共同为体系内的中小国家提供同质化的公共物品有助

于实现秩序的稳定,原因在于一个大国提供的公共物品可能不足以充分满

足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需求,当一个大国允许另一个大国共同提供公共物品

时,既能够保证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也能给予对方大国地位的认可与尊

重,因此同质化的公共物品既可以形成互补,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落实战略

安抚。如果一个大国试图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可能招致另一方的不满,

从而影响大国协调的结果。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则很难保证体系的稳

定局面。当前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以一种排他性的姿态试图影响中国周边

的安全格局,这既不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参与地区安全

机制建设的权利,又削弱了中国的安全感,这种态势不利于亚太地区长期的

和平稳定。


